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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发展何以塑造城市网络
———基于社会分工的视角

易恩文　 姚常成　 杨慧玲∗

　 　 摘要: 本文在社会分工视角下从技术和组织两个层面考察了数字经济塑造城

市网络的理论机制ꎬ并匹配 ２０１１—２０１９ 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与上市公司“总

部－分支”机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ꎮ 研究发现ꎬ数字经济显著提升了城市网络中心

性ꎬ这一结论在考虑指数测度误差、内生性问题以及外生政策冲击等因素后依然成

立ꎻ相较于吸引外部投资ꎬ数字经济增强城市对外部城市进行投资的效果更甚ꎮ 机

制检验表明ꎬ深化社会分工是数字经济加强城市网络经济关联的重要路径ꎮ 调节

效应分析表明ꎬ地方政府紧密协作和多中心空间形态的网络型城市群结构能够显

著强化数字经济提升城市网络中心性的边际效应ꎮ 因此ꎬ数字经济赋能城市网络

不仅要重视平台分工网络构建ꎬ更要加快推进政务互联互通与网络型城市群建设ꎮ
关键词: 城市网络中心性ꎻ数字经济ꎻ社会分工ꎻ城市群

中图分类号: Ｆ４９

一、问题的提出

自我国加快对外开放进程以来ꎬ东部沿海地区优先发展战略吸引了大量劳动力、资本等

经济要素聚集ꎬ在带动中国经济腾飞的同时也严重制约了区域经济协调转型和高质量发展

(周宏浩、谷国锋ꎬ２０２２)ꎮ 依托交通和信息网络构建协调发展的城市网络是积极推进区域高

质量发展的中国现代化城镇发展之路(张蔚文等ꎬ２０２１)ꎮ 为此ꎬ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

报告中强调要“以城市群、都市圈为依托构建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格局”ꎬ这要求必须推动城

市空间结构向多中心化的网络型城市群方向发展ꎮ 在网络型城市系统中ꎬ城市不再只是作

为“地理空间”为生产活动提供场所ꎬ而是作为产品价值链中资源要素“流”的重要网络节点

(Ｃａｓｔｅｌｌｓꎬ１９９６)ꎬ体现着城市在分工协作网络中的功能作用与价值链地位ꎮ 城市网络中心性

反映了节点城市在网络中的中心地位及其与外部网络的链接水平(姚常成、宋冬林ꎬ２０１９)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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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影响城市利用潜在网络资源和信息能力的重要因素ꎮ 因此ꎬ通过构建城市网络体系促进

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在于加强城市网络中心性ꎮ
回顾既有文献ꎬ城市网络中心性相关研究主要围绕效用、形成机理以及影响因素等方面

展开ꎮ 首先从效用来看ꎬ在经济效应上ꎬ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突破地理空间、扩展知识传

播ꎬ是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Ｃａｍａｇｎｉ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６)ꎬ而通过有意识地建立投资网络、
积累“网络资本”ꎬ则是提高区域知识获取与利用能力的有效途径(Ｈｕｇｇｉ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ｏｍｐｓｏｎꎬ
２０１７)ꎻ姚常成和宋冬林(２０１９)分析发现ꎬ由城市网络连接所产生的外部性是城市群集聚经

济效应的主要来源之一ꎮ 在创新效应上ꎬ知识密集型企业间的联系很大程度上代表着城市

间的经济联系(Ｌüｔｈｉ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０)ꎬ因而城市能够借助城市网络促进知识扩散ꎬ提高自身创新

水平(姚常成、吴康ꎬ２０２２)ꎮ 竞争力效应上ꎬ程玉鸿和陈利静(２０１２)认为城市网络中城市间

的竞争与合作并存的关系对提升城市竞争力具有重要影响ꎮ 其次从形成机理来看ꎬ中国城

市网络中心性的空间分异主要在于追求丰富关键资源、广阔市场空间与低廉运营成本的择

优选择机制ꎬ受历史发展影响形成“强者愈强、弱者愈弱”循环累积的偏好依附机制ꎬ以及具

备更高网络通达性的网络邻近效应(盛科荣等ꎬ２０１９ａ)ꎮ 最后从影响因素来看ꎬ在城市经济

环境上ꎬ地区经济规模有助于提升城市网络中心性(盛科荣等ꎬ２０１８)ꎬ反映综合经济竞争力、
宜居和宜商竞争力等的营商环境指数则可能导致城市网络中心性呈现层级分化格局(盛科

荣等ꎬ２０１９ｂ)ꎮ 在资源要素上ꎬ城市行政级别、知识资本厚度等资源对城市网络中心性具有

显著的正向影响(盛科荣等ꎬ２０１８)ꎮ 在地理区位上ꎬ王艺晓等(２０２２)研究发现高铁等交通

基础设施能够强化城市投资网络ꎻＣａｓｔｅｌｌｓ(２０１０)则认为航空联系是承载信息传播ꎬ从而获取

城市网络经济效益的根本手段ꎮ
随着现代信息通讯技术突飞猛进ꎬ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数字技术逐步进入提升城市网络

中心性的研究视野ꎮ 早期经济地理视域下数字经济与城市网络的研究主要围绕可达性网络

与城市空间的关系展开ꎬ例如 Ｚｏｏｋ(２００３)认为电子商务能够通过为“城市边缘”嵌入全球网

络创造条件ꎬ从而推动“流动空间”发展ꎮ 在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作用下ꎬ数字化应用

促进知识、信息快速传播并加速“距离死亡”ꎬ不断将城市关系塑造成更加开放的网络型城市

群结构(邓慧慧等ꎬ２０２２)ꎬ促使城市网络中的核心节点从空间位置向信息流节点转变

(Ｄａｄａｓｈｐｏｏｒ ａｎｄ Ｙｏｕｓｅｆｉꎬ２０１８ꎻ安同良、杨晨ꎬ２０２０)ꎮ 在此基础上ꎬ胡艳等(２０２２)认为数字

经济能够促进信息、资源流动ꎬ有助于提高城市网络的经济韧性ꎻ种照辉等(２０２２)也发现完

善网络基础设施提升了城市信息化水平ꎬ促进了城市间合作创新与城市网络中心性提升ꎮ
综上所述ꎬ已有研究对城市网络中心性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刻且有益的探索ꎬ也关注到了

数字技术对提升城市网络中心性的重要作用ꎬ但仍存在以下拓展空间:(１)既有文献仅局限

于对互联网、网络基础设施等数字技术作用的探讨ꎬ从数字经济这一系统视角出发的研究尚

不多见ꎻ(２)即使淡化数字技术视角的片面性ꎬ相关研究对数字技术提升城市网络中心性的

理论逻辑与内在机制分析仍不够深入ꎻ(３)数字技术通过强化社群合作效应塑造了更加开放

的网络型城市群结构ꎬ并表现出明显的异质性特征(邓慧慧等ꎬ２０２２)ꎬ但既有研究对数字经

济提升城市网络中心性的城市群异质性及其原因关注不足ꎮ 鉴于此ꎬ本文尝试从以下两方

面寻求突破:(１)从社会分工视角下技术和组织两个层面对数字经济塑造城市网络的内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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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进行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ꎻ(２)考察数字经济赋能城市网络的区域与城市群异质性ꎬ并从

城市群空间形态与府际协同两方面解构城市群差异背后的理论与现实逻辑ꎮ

二、理论机制分析

城市网络中心性本质上反映了该城市与其他城市之间的总体链接水平ꎬ城市节点之间

的各种“流”线条越丰富则链接水平越高ꎮ 以经济学视角观之ꎬ城市之间的经济关联主要依

靠“要素流”“产品流”加以实现ꎮ 分工理论认为ꎬ盘根错节的城际垂直一体化分工能够促进

城市间的经济关联ꎬ使“产品流”“要素流”在地区间充分渗透(Ｔａｇｌｉｏｎｉ ａｎｄ Ｗｉｎｋｌｅｒꎬ２０１６)ꎮ
但是ꎬ城市间的分工深化进程可能会因外部交易成本上升而停滞不前ꎬ阻碍地区之间的经济

合作与资源往来ꎮ 而数字经济发展一方面能够凭借互联网缓解信息不对称和区块链塑造信

任机制等技术优势ꎬ从技术层面大大降低交易成本ꎻ另一方面还能依靠数字平台在线配置资

源和广泛组织生产的组织优势ꎬ从组织层面促进城市之间形成更为紧密的分工协作网络ꎬ从
而提升城市网络中心性ꎮ

从技术层面看ꎬ数字经济能够通过降低交易成本深化城市之间的社会分工ꎬ推动城市形

成差异化的产业结构ꎬ从而提高城市网络中心性ꎮ 具体而言ꎬ数字经济能够从以下三方面降

低交易成本:其一ꎬ数字技术能够加速数据信息的搜集、储存、分析与传播ꎬ为企业了解异地

上下游潜在合作对象的资信历史、产品或服务质量以及独特优势等相关信息提供了便利ꎬ降
低了企业跨域投资的搜寻成本ꎻ其二ꎬ数字技术应用显著提高了产品或服务价格、质量以及

供求等契约关键信息的可视化水平ꎬ极大降低了协商、谈判成本ꎻ其三ꎬ区块链、物联网等技

术不仅能够实现产品生产过程实时追踪ꎬ而且交易完成后仍能溯源产品生产流通全链条信

息ꎬ这将降低企业的监督成本与合作对象的违约风险ꎮ 交易成本节约会促使城市集中资源

专注于自身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ꎬ通过非核心环节剥离的方式强化其在城市网络中的专业

化水平与竞争地位ꎬ塑造基于地区优势的差异化产业结构ꎮ 由此ꎬ从生产端来看ꎬ不同城市

之间由专业化分工形成的产业关联不仅需要相互提供更多中间产品以完成生产ꎬ而且这种

差异化生产还能够带动资本、劳动力以及其他生产要素流向更符合各要素特性的地区ꎬ从而

强化城市网络中心性ꎻ从消费端来看ꎬ差异化的产业结构一方面能够通过专业化分工生产出

更高质量和更符合消费者偏好的产品ꎬ另一方面也避免了城市之间由产业同构产生的市场

竞争ꎬ有利于促进地区市场之间“互通有无”ꎬ从而提升城市网络中心性ꎮ
从组织层面看ꎬ“定制＋分布”的平台生产组织能够引导各城市综合市场需求和资源优

势形成差异化的产业结构ꎬ并以网络协作的方式嵌入到平台生产组织之中ꎬ从而通过网络叠

加的方式塑造深度协同的城市网络ꎮ 数字时代ꎬ平台生产组织打破了产业链间的孤立状态ꎬ
生产方式也随之由传统的“标准＋集中”转变为数字时代的“定制＋分布”(任保平ꎬ２０２０)ꎮ 而

要嵌入这种分布式的平台生产组织ꎬ要求各城市需要结合自身优势资源塑造差异化的竞争

优势ꎬ并根据平台生产组织的分工需求承担特定的生产环节ꎬ由此必然引导各城市之间形成

多样化的产业结构ꎬ进一步提高城市节点对平台生产组织的嵌入深度ꎮ 这种互联网线上网

络与城际物理网络相互叠加交融ꎬ能够将基于数字平台展开的网络协作关系渗透至城市网

络ꎬ使城市之间借由数字平台形成更加紧密的分工协作关系ꎬ从而加强城市网络中心性ꎮ 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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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此ꎬ本文提出:
研究假设 １:数字经济发展对城市网络中心性具有正向促进作用ꎮ
研究假设 ２:数字经济发展能够通过深化社会分工提升城市网络中心性ꎮ

三、数字经济与城市网络中心性的时空格局特征

研究数字经济如何塑造城市网络应首先考察中国城市网络中心性的时空演变特征ꎮ 图

１ 描述了各城市群 ２０１２ 年、２０１９ 年的城市网络中心性与当年全国均值之差ꎬ结果表明中国

城市网络中心性总体呈现出明显的“由北及南”和“由西向东”的演化趋势ꎮ 从南北分异来

看ꎬ２０１２ 年中国城市网络中心性水平较高的地区主要分布在京津冀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以

及珠三角城市群ꎬ而且仅有这三个地区高于全国均值ꎻ但到了 ２０１９ 年ꎬ虽然京津冀城市群仍

然位居榜首ꎬ但长三角城市群与珠三角城市群增长速度远高于京津冀城市群ꎬ而且粤闽浙城

市群也超过了全国均值ꎬ反观中原、山西中部、关中平原以及宁夏沿黄等北方城市群都远低

于全国均值ꎮ 从东西分异来看ꎬ从 ２０１２ 年到 ２０１９ 年ꎬ仅有东部地区城市群的城市网络中心

性超过了全国均值ꎬ山东半岛城市群虽在均值之下ꎬ但差距远小于其他地区ꎻ而中部、西部以

及东北部地区城市群的城市网络中心性均在全国均值之下ꎬ尤其是西部地区的呼包鄂榆城

市群和宁夏沿黄城市群ꎬ更是发展缓慢ꎮ 一言以蔽之ꎬ中国城市网络中心性的“南北”与“东
西”分异特征较为明显ꎬ总体表现出南高北低、东高西低的时空特征ꎮ

图 １　 ２０１２ 年与 ２０１９ 年中国城市网络中心性的时空分布情况

(资料来源:笔者依据本文测度的城市网络中心性指数绘制ꎮ)

为考察中国城市网络中心性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时空关联ꎬ图 ２ 进一步展现了

各城市群 ２０１２ 年和 ２０１９ 年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与全国均值之差ꎮ 可以发现ꎬ２０１２ 年到

２０１９ 年中国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从时空分异的角度看ꎬ同样存在“由西向东”和“由北及

南”的整体演变趋势ꎬ其中珠三角城市群始终代表着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最高水平ꎮ 与城市

网络中心性的时空分布情况对比来看ꎬ中国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与城市网络中心性的空

间分布总体存在“高－高”聚集与“低－低”聚集的特征ꎬ这意味着数字经济发展较好的城市其

网络中心性也更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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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２０１２ 年和 ２０１９ 年中国城市数字经济的时空分布情况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本文测度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指数绘制ꎮ)

图 ３ 中中国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与城市网络中心性的偏相关图更加清晰地呈现了两

者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ꎮ 由线性拟合结果不难发现ꎬ两者之间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ꎬ即更

高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应更高的城市网络中心性ꎬ这意味着数字经济发展对提高城市网

络中心性可能存在促进作用ꎬ初步验证了前文的理论分析结论ꎮ

图 ３　 数字经济发展与城市网络中心性的偏相关图

四、研究设计

(一)模型设定

为验证数字经济提升城市网络中心性的影响效应ꎬ本文构建如下基准模型:
ｌｎＡＣ ｉꎬｔ ＝ α０ ＋ α１ ＤＩＧＥ ｉꎬｔ ＋ α ｊ ＣＯＮＴＲＯＬｉꎬｔ ＋ μｉ ＋ δｔ ＋ εｉꎬｔ (１)

(１)式中: ｌｎＡＣ ｉꎬｔ 表示城市 ｉ 在时期 ｔ 的网络中心性ꎻ ＤＩＧＥ ｉꎬｔ 表示城市 ｉ 在时期 ｔ 的数字经济

发展水平ꎻＣＯＮＴＲＯＬ 表示地区经济、社会、制度等方面的控制变量ꎻ μｉ、δｔ 代表个体与时间固

定效应ꎻ εｉꎬｔ 为随机扰动项ꎮ
为验证数字经济塑造城市网络中心性的内在机制ꎬ本文在模型(１)的基础上设定中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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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模型ꎬ第一步验证数字经济发展对社会分工水平(ＳＤＬ)的提升作用ꎬ第二步考察数字经济

发展与社会分工对城市网络中心性的影响ꎬ分别由(２)、(３)式刻画ꎮ
　 　 ＳＤＬｉꎬｔ ＝ β０ ＋ β１ ＤＩＧＥ ｉꎬｔ ＋ β ｊ ＣＯＮＴＲＯＬｉꎬｔ ＋ μｉ ＋ δｔ ＋ εｉꎬｔ (２)
　 　 ｌｎＡＣ ｉꎬｔ ＝ φ０ ＋ φ１ ＤＩＧＥ ｉꎬｔ ＋ φ２ ＳＤＬｉꎬｔ ＋ φｊ ＣＯＮＴＲＯＬｉꎬｔ ＋ μｉ ＋ δｔ ＋ εｉꎬｔ (３)
(二)指标选择

１.被解释变量:城市网络中心性( ｌｎＡＣ)
本文借鉴 Ａｌｄｅｒｓｏｎ 和 Ｂｅｃｋｆｉｅｌｄ(２００４)的隶属联系模型ꎬ构建城市企业关联网络以测算

城市网络中心性ꎮ 具体地ꎬ首先利用中国上市公司“总部－分支机构”的空间分布矩阵 Ｃ ｉｊꎬｔ来

反映城际关联信息ꎬ它表示第 ｔ 年城市 ｉ 与城市 ｊ 之间存在“总部－分支机构”隶属关系的链

接关系数量ꎻ然后通过 ＡＣ ｉꎬｔ ＝∑
ｎ

ｉꎬｊ ＝ １
Ｃ ｉｊꎬｔ / (ｎ － １) ( ｉ≠ ｊ )计算城市 ｉ 在第 ｔ 年的网络中心性ꎬ反

映节点城市对城市网络系统中的要素、信息以及经济价值等资源的支配能力ꎬ该指数越高ꎬ
则城市与外部网络联系越紧密(姚常成、吴康ꎬ２０２２)ꎮ 考虑实证结果的稳健性ꎬ我们用出度

和入度来分解城市网络中心度ꎬ其中城市 ｉ 的出度中心度 ＡＯＣ ｉꎬｔ ＝∑
ｎ

ｉꎬｊ ＝ １
Ｏｉｊꎬｔ ( ｉ≠ ｊ )ꎬ Ｏｉｊꎬｔ 表示

第 ｔ 年总部位于城市 ｉ、分支机构位于城市 ｊ 的链条数量ꎬ代表该城市对外部城市进行投资的

能力ꎬ实际上反映了其对城市网络中其他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ꎻ城市 ｉ 的入度中心度 ＡＩＣ ｉꎬｔ ＝

∑
ｎ

ｉꎬｊ ＝ １
Ｉｉｊꎬｔ ( ｉ ≠ ｊ )ꎬ Ｉｉｊꎬｔ 表示第 ｔ 年总部位于城市 ｊ、而分支机构位于城市 ｉ 的链条数量ꎬ代表该

城市吸引外部投资的能力ꎬ实际上体现了该城市在城市网络中的差异化竞争力ꎮ
２.核心解释变量:数字经济发展水平(ＤＩＧＥ)
关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测度ꎬ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数字产业化以及产业数字化均对城

市之间的经济关联产生了重要影响ꎬ结合王军等(２０２１)研究省级层面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时

构建的综合指标体系框架和城市层面的数据可得性ꎬ本文从数字经济发展载体、数字产业

化、产业数字化以及数字经济发展环境四个维度构建城市层面的数字经济综合指数ꎮ 具体

指标体系以及相关指标说明如表 １ 所示ꎬ在所有指标均为正向的基础上运用熵权法进行数

字经济综合指数测度ꎮ

　 　 表 １ 　 　 中国城市数字经济评价指标体系
维度层 指标层 指标说明 属性

数字经济
综合指数

数字经济发展载体

数字产业化

产业数字化

数字经济发展环境

互联网普及率 每百人互联网用户数(户) 正向

数字基础设施 每百人移动电话用户数(户) 正向

数字产业就业量 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从业人员占比(％) 正向

数字产业规模 人均电信业务总量(万元) 正向

数字普惠金融 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正向

数字创新环境 专利授权数(件) 正向

３.中介变量:社会分工(ＳＤＬ)
从内涵上讲ꎬ社会分工是指由生产力进步引起的生产单位分化为互相独立而又互相依

赖的部门ꎬ它不仅包括不同部门间的分工(如农业、工业和服务业等)ꎬ也包括部门内部的分

工(如装备制造业、机器制造业等)ꎮ 为了避免从制造业集聚程度测度地区分工水平因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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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业的片面性和城市群功能分工对分析城市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偏向性ꎬ同时考虑到数据

的完整可得性ꎬ本文借鉴唐荣和顾乃华(２０１８)的做法ꎬ首先以«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所包

含城市的 １９ 个细分行业为基础ꎬ选用区域专业化分工指数计算城市之间的产业邻近矩阵ꎬ
然后用一城市同其他所有城市产业结构差异的算数平均值作为该城市的分工水平

(ＳＤＬｉꎬｔ)ꎬ 其计算公式为:

ＳＤＬｉꎬｔ ＝
１

Ｎ － １ ∑
Ｎ

ｊ ＝ １ꎬｉ≠ｊ
∑
１９

ｋ ＝ １

ｑｉｋꎬｔ

ｑｉꎬｔ

－
ｑ ｊｋꎬｔ

ｑ ｊꎬｔ

其中ꎬＮ 代表城市数量ꎬｋ 代表 １９ 个细分行业ꎻ ｑｉｋꎬｔ 和 ｑ ｊｋꎬｔ 分别表示城市 ｉ 和 ｊ 在时期 ｔ 第 ｋ 产

业中的就业人数ꎬ ｑｉꎬｔ 和 ｑ ｊꎬｔ 则分别表示两地在时期 ｔ 的总就业人数ꎮ ＳＤＬ 数值越大表示城市

间产业结构的差异化越大ꎬ则城市分工水平越高ꎬ反之亦然ꎮ
４.控制变量

为提高数字经济提升城市网络中心性影响效应的估计结果准确性ꎬ本文参考相关研究

选取了一系列可能影响城市网络中心性的重要控制变量ꎬ主要包括:地区经济规模

(ｌｎＲＰＧＤＰ)ꎬ用地区实际人均 ＧＤＰ(２０００ 年不变价)的对数值加以衡量ꎬ城市经济规模内含

了市场需求、经济机会以及公共服务等重要资源从而影响企业区位选择(盛科荣等ꎬ２０１８)ꎻ
政府政策支持(ＧＯＶ)ꎬ用地方一般性财政支出与地区 ＧＤＰ 之比来衡量ꎬ地方政府政策扶持

能够为企业提供更多资源和信息优势ꎬ有利于吸引企业投资设立分支结构ꎻ劳动力工资水平

(ｌｎＷＡＧＥ)ꎬ用城镇职工平均工资(２０００ 年不变价)对数值来衡量ꎬ劳动力成本作为企业经营

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可能会制约企业区位选择(盛科荣等ꎬ２０１８)ꎻ地区营商环境(ＭＡＲ)ꎬ用
樊纲市场化指数加以衡量ꎬ城市营商环境同样是影响企业选址的重要因素(盛科荣等ꎬ
２０１９ｂ)ꎻ环境规制(ＥＲ)ꎬ用工业废水、二氧化硫以及烟粉尘排放量分别占 ＧＤＰ 的比重再运

用熵权法加总测算(傅京燕、李丽莎ꎬ２０１０)ꎬ环境规制强度可能会通过企业环境治理成本或

倒逼企业技术创新影响企业选址ꎻ城镇就业率(ＥＭＰ)ꎬ用城镇从业人员同城镇就业与登记失

业人员之和的比例来衡量ꎬ就业机会是提升城市网络节点地位的重要因素(高雅妮等ꎬ
２０２２)ꎻ交通便利度(ＴＲＡＦ)ꎬ用各城市公路客运量与年末总人口之比来表征(盛科荣等ꎬ
２０１８)ꎮ

(三)数据与变量描述性统计

本文构建城市企业关联网络所使用的数据是在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ＣＮＲＤＳ)获取

上市公司基础数据后ꎬ运用 Ｐｙｔｈｏｎ 从企查查网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ｑｃｃ. ｃｏｍ / )上爬取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９ 年国内上市公司总部及其分支机构的地址信息ꎬ剔除部分缺失值后共整理出 ２９５ ７３６
条企业关联信息数据ꎬ然后使用 Ｕｃｉｎｅｔ６.０ 软件计算绝对度数中心度以衡量城市网络中心

性ꎮ 其余数据除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外(数据源自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发布的«中
国金融科技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报告»)ꎬ均来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部分城市统计数

据ꎬ在考虑部分城市数据缺失比较严重予以剔除后ꎬ最终形成了 ２０１１—２０１９ 年全国 ２８５ 个

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ꎮ
相关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 ２ꎮ 中国城市网络中心性的均值和标准差分别为３.９０９和

１.３１０ꎬ这表明总体上城市与外部网络联系的紧密程度在城市之间存在较大差异ꎬ且整体链

接水平相较于对外联系最紧密的城市明显偏低ꎬ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ꎻ更进一步地ꎬ出度中

心度的地区差距明显高于入度ꎬ说明我国城市在辐射带动城市网络方面更不协调ꎮ 就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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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水平而言(最优数值为 １)ꎬ其平均值和最大值分别为 ０.３１８ 和 ０.７４８ꎬ这表明无论是

全国平均水平还是目前发展最好的领先水平都有较大的发展空间ꎮ

　 　 表 ２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ｌｎＡＣ ２ ５６５ ３.９０９ １.３１０ ０ ８.８４５
ｌｎＡＯＣ ２ ５６５ ２.６２８ １.８２９ ０ ８.４４１
ｌｎＡＩＣ ２ ５６５ ３.４３７ １.１４７ ０ ７.９９２
ＤＩＧＥ ２ ５６５ ０.３１８ ０.１４２ ０.００４ ０.７４８
ｌｎＲＰＧＤＰ ２ ５６５ １０.１１７ ０.６８３ ８.２４２ １２.５７８
ＧＯＶ ２ ５６５ ０.２０１ ０.１０１ ０.０４４ ０.９１６
ｌｎＷＡＧＥ ２ ５６５ １０.３０７ ０.２８０ ７.９６７ １２.１９０
ＭＡＲ ２ ５６５ １１.６５５ ２.２１１ ４.９６０ １９.１６３
ＥＲ ２ ５６５ ０.２０４ ３.２３１ ０.００１ １０９.８１３
ＥＭＰ ２ ５６５ ０.１３４ ０.１４２ ０.０２５ ３.３００
ＴＲＡＦ ２ ５６５ １１.６５５ ３３.７３５ ０.０２８ ４６３.２２４

　 　 注:ｌｎＲＰＧＤＰ、ｌｎＷＡＧＥ 原始单位为元ꎮ

五、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本文对模型(１)进行最小二乘回归ꎬ考虑到同一省份或城市群内城市之间可能具有经济

趋同性ꎬ将模型的标准误聚类(ｃｌｕｓｔｅｒ)到城市层面ꎮ 回归结果如表 ３ 所示ꎮ

　 　 表 ３ 　 　 数字经济影响城市网络中心性的基准回归结果
(１) (２)

ＤＩＧＥ １.２３２∗∗

(０.５０９)
１.２２５∗∗

(０.５２１)

ｌｎＲＰＧＤＰ ０.２７５∗∗∗

(０.１００)

ＧＯＶ ０.２２１∗∗∗

(０.０８２)

ｌｎＷＡＧＥ －０.０８７
(０.０６７)

ＭＡＲ ０.０１０
(０.０２７)

ＥＲ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

ＴＲＡＦ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ＥＭＰ －０.０３４
(０.０４０)

＿ＣＯＮＳ ３.２８４∗∗∗

(０.０４７)
１.６８７

(１.２９５)
年份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城市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观测值 ２ ５６５ ２ ５６５
Ｒ２ ０.７０２ ０.７０６

　 　 注:括号内为稳健聚类(ｃｌｕｓｔｅｒ)标准误ꎬ∗、∗∗、∗∗∗分别表示 １０％、５％、１％水平上显著ꎮ 下同ꎮ

表 ３ 列(１)表示在未加入控制变量的个体时点双重固定效应模型下数字经济对城市网

络中心性的回归结果ꎬ可以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有助于提高城市网络中心性ꎮ 列(２)则加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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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变量ꎬ结果显示数字经济提升城市网络中心性的作用依然显著ꎬ原因在于:一方面ꎬ数字

经济通过缓解信息不对称、压缩时空距离以及深化文化融合等方式促进地区消费市场向外

延伸ꎬ使城市网络中心性在城市之间日益密切的贸易往来中得以提升ꎻ另一方面ꎬ由于以数

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为核心内容的数字经济具有高成长、高技术特性ꎬ“政企合作、管运分

离”的数字政府建设模式会带动电信、移动等网络基础设施企业和饿了么、美团等互联网平

台公司增加对本地区的投资规模(任保平ꎬ２０２０)ꎬ甚至新增子公司设立以更好俘获本地市

场ꎬ从而强化城市网络中心性ꎮ 对于控制变量ꎬ地区经济规模对城市网络中心性存在显著的

正向影响ꎬ这是因为市场规模越大的城市越具备吸引企业总部及其分支机构进行区位布局

的市场优势(盛科荣等ꎬ２０１８)ꎮ 政府政策支持同样能够刺激上市公司在本地区的投资活动ꎬ
政府增加补贴对提升城市网络中心性具有重要促进作用ꎮ 而工资并没有明显提升城市网络

中心性ꎬ原因可能在于当前我国劳动力工资在城市经济转型过程中未完全反映劳动者的生

产效率(盛科荣等ꎬ２０１８)ꎮ 城镇就业率和营商环境对城市网络中心性没有明显作用ꎮ 此外ꎬ
城市环境规制和交通便利度的改善有助于提高城市网络中心性ꎬ这是因为一方面环境规制

强度提高能够促使企业加强技术创新从而吸引企业投资ꎬ另一方面市场化程度更高、物流运

输系统更完善的城市通达性越高ꎮ 综上ꎬ研究假设 １ 得以验证ꎮ
(二)内在机制分析

为验证研究假设 ２ꎬ本文在(２)、(３)式的基础上对社会分工是否作为数字经济提升城市

网络中心性的内在机制进行了实证检验ꎬ结果如表 ４ 所示ꎮ

　 　 表 ４ 　 　 数字经济影响城市网络中心性的机制检验
(１) (２) (３)
ｌｎＡＣ ＳＤＬ ｌｎＡＣ

ＤＩＧＥ １.２２５∗∗

(０.５２１)
０.２１６∗

(０.１２３)
１.１８８∗∗∗

(０.２６３)

ＳＤＬ ０.１７５∗∗

(０.０８７)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ＣＯＮＳ １.６８７
(１.２９５)

０.５８２∗∗

(０.２２６)
－１.２３１
(０.９９２)

年份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城市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中介效应 ０.０３９
观测值 ２ ５６５ ２ ５６５ ２ ５６５
Ｒ２ ０.７０６ ０.３５５ ０.６９０

表 ４ 列(１)报告了数字经济对城市网络中心性的促进作用ꎬ列(２)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有

助于深化社会分工ꎬ原因在于数字经济发展不仅能够弱化搜寻、协商以及监督等交易成本对

分工深化的阻碍作用ꎬ还能促进区域市场一体化ꎬ充分发挥市场规模扩张对专业化分工的刺

激作用ꎮ 列(３)汇报了数字经济与社会分工对城市网络中心性的显著正向作用ꎬ且其系数绝

对值相比基准回归模型有所下降ꎬ这表明社会分工是数字经济提高城市网络中心性的内在

机制ꎮ 这是因为ꎬ依托互联网平台展开的网络化分工协作一方面促使不同城市基于自身资

源禀赋和比较优势进行精细化分工ꎬ不同城市在价值网络中的上下游关系更加密切ꎬ从而城

市之间的“中间产品”往来也更为频繁ꎻ另一方面“定制＋分布”的平台生产组织也让跨越时

空距离的分布式就业成为现实ꎬ以此为载体将拓宽资本、劳动以及数据等要素的空间流动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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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ꎬ不断增强城市网络中的“要素流”强度ꎮ 综上ꎬ研究假设 ２ 得到验证ꎮ
(三)稳健性检验

１.更换解释变量

数字经济作为一个综合指数ꎬ不同的指标体系选择可能会导致数字经济对城市网络中

心性产生不明显甚至完全相反的作用ꎬ从而影响文章结论的稳健性ꎮ 对此ꎬ本文将核心解释

变量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更换为赵涛等(２０２０)测算的数字经济综合指数(ＤＩＥＧ＿ＲＥＰ)ꎬ然后

重新进行检验ꎮ 表 ５ 中的列(１)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对城市网络中心性仍然具有明显促进作

用ꎬ说明基准回归结果是稳健的ꎮ
２.网络中心度分解

本文将绝对度数中心度分解为出度中心度与入度中心度ꎬ分别代表城市对外部进行投

资和吸引外部投资的能力并重新估计ꎬ结果如表 ５ 所示ꎮ 列(２)、(３)表明数字经济能够加

强本地区对外投资和吸引外部资金两方面的投资活动ꎬ这说明前文的研究结论是稳健的ꎮ
从两者影响效果的分异特征来看ꎬ数字经济发展显然更有助于促进上市公司总部对外扩张

建立分支机构ꎮ 这可能是由于当前数字经济发展较为迅速的地区主要分布在有众多上市公

司总部聚集的中心城市ꎬ互联网、区块链等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为中心城市企业向外扩张ꎬ
寻求市场临近、经营成本低廉的投资地创造了便利ꎬ从而更有利于发挥中心城市对城市网络

中其他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ꎬ但为存在产业同构和比较优势不明显的其他城市塑造网络竞

争力的作用尚未充分发挥ꎮ

　 　 表 ５ 　 　 数字经济影响城市网络中心性的稳健性检验
更换

解释变量 网络中心度分解 工具变量法 “宽带中国”
政策效应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ｌｎＡＣ ｌｎＡＯＣ ｌｎＡＩＣ 第一阶段
ＤＩＧＥ

第二阶段
ｌｎＡＣ ｌｎＡＣ

ＤＩＧＥ ２.４５０∗∗

(０.９５８)
１.００４∗∗∗

(０.３４０)
５.２１２∗∗∗

(０.９４０)

ＤＩＧＥ＿ＲＥＰ ０.３８７∗

(０.２３３)

ＩＶ１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２)

ＩＶ２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１)

ＰＯＬＩＣＹ ０.０６７∗

(０.０３６)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ＣＯＮＳ ０.０２７
(１.８２５)

２.８６８
(２.２５１)

１.９８６∗∗

(０.９２３)
０.５４２∗∗∗

(０.１０２)
６.２１５∗∗∗

(０.９３５)
２.２５２∗

(１.２９５)
年份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城市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 ｒｋ ＬＭ 统计量 ３６.８３３
[０.０００]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 ｒｋ Ｗａｌｄ Ｆ 统计量 ３２.７３５
{１９.９３０}

Ｈａｎｓｅｎ Ｊ 统计量 [０.８５５]
观测值 ２ １１７ ２ ５６５ ２ ５６５ ２ １３３ ２ ５６５ ２ ５６５
Ｒ２ ０.７２１ ０.３３７ ０.７６１ ０.９６７ ０.３３２
　 　 注:[]内数值为 Ｐ 值ꎬ{}内数值为 Ｓｔｏｃｋ－Ｙｏｇｏ 弱识别检验 １０％水平上的临界值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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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内生性问题处理:面板工具变量方法

城市网络链接水平上升很大程度上能够促进知识扩散和知识创新(Ｌüｔｈｉ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０)ꎬ
为高知识、高技术的数字经济发展创造条件ꎬ这意味着数字经济与城市网络中心性之间可能

互为因果ꎮ 对此ꎬ本文通过构造上一年全国互联网普及率与各城市 １９８４ 年每万人固定电话

机数量的交互项( ＩＶ１)和上一年全国互联网普及率与各地级市到杭州市之球面距离的交互

项( ＩＶ２)作为数字经济的工具变量ꎬ然后运用面板工具变量方法处理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

题ꎮ 工具变量选择的合理性在于ꎬ一方面历史积累的电信基础设施为以互联网为核心的数

字经济发展奠定基础(黄群慧等ꎬ２０１９)ꎬ而城市在地理上与杭州距离越近其数字金融发展程

度越高(张勋等ꎬ２０２０)ꎬ满足相关性要求ꎻ另一方面移动互联网的广泛应用使传统电话机在

城市网络中的作用极大减弱ꎬ而且地理距离本身也具有良好的外生性ꎬ因而满足外生性要

求ꎮ 表 ５ 列(５)表明ꎬ数字经济对城市网络中心性的提升作用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依然显

著ꎮ 此外ꎬ不可识别检验、过度识别检验结果以及弱工具变量检验结果均表明本文对工具变

量的选取是有效的ꎮ
４.外生冲击检验:基于“宽带中国”的多期 ＤＩＤ 分析

城市的数字经济发展会受到当地市场规模和对外开放程度的影响ꎬ而这些因素又在城

市网络塑造中发挥重要作用ꎮ 对此ꎬ我们以“宽带中国”试点作为外生政策冲击ꎬ并借助双重

差分方法评估数字经济是否塑造了城市网络ꎮ 为加快发展我国信息科技产业ꎬ自 ２０１４ 年开

始国家工信部和发改委先后确立 １２０ 个城市(群)作为“宽带中国”试点地区ꎬ为城市数字经

济发展及其广泛应用奠定网络基础ꎮ 本文将“宽带中国”试点城市作为处理组ꎬ其他城市作

为控制组ꎬ以构建准自然实验ꎮ
平行趋势检验ꎮ ＤＩＤ 估计结果无偏的前提条件是实验组与控制组满足平行趋势假设ꎬ

图 ４ 表明“宽带中国”试点前实验组与控制组的变化趋势并没有显著差异ꎬ故模型满足平行

趋势假设ꎮ

图 ４　 平行趋势检验

“宽带中国”政策效应分析ꎮ 表 ５ 第(４)列汇报了多期 ＤＩＤ 方法下城市网络中心性在遭

遇“宽带中国”外生政策冲击后的政策效应评估结果ꎬ可以发现“宽带中国”试点政策与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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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互项(ＰＯＬＩＣＹ)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ꎬ这表明相较于未能入选“宽带中国”试点城市的控制

组ꎬ政策实施后处理组城市由于高速宽带网络等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步伐加快ꎬ城市宽带接入

能力和规模在网络资费下降和速率提升中显著提高ꎬ并带动中西部地区积极接入宽带网络、
扩大接入网络覆盖范围ꎬ促使城市网络中心性提升ꎮ

安慰剂检验ꎮ 为避免其他未观测到的区域因素干扰 ＤＩＤ 方法的政策识别效果ꎬ本文参

照赵涛等(２０２０)的做法ꎬ通过随机生成实验组名单的方式进行安慰剂检验ꎮ 随机抽样的“宽
带中国”试点估计系数分布图如图 ５ 所示ꎬ可以发现估计系数集中分布在 ０ 左右且与正态分

布近似ꎬ这意味着其他未观测到的因素并未产生明显影响ꎮ

图 ５　 安慰剂检验

六、异质性分析

城市间的行政壁垒是割裂区域市场、限制城市网络发展的重要原因ꎬ而城市群规划有助

于打破城际行政区划约束(刘杨等ꎬ２０１８)ꎮ 由此ꎬ本文基于不同地区和城市群对数字经济塑

造城市网络的异质性进行分析ꎮ 表 ６ 列(１)显示以“秦岭－淮河”线为界划分的南北差异ꎬ数
字经济发展没有显著提升北方城市网络中心性ꎬ其原因在于南方城市本身较强的民间经济

活力和自由开放的区域市场能够充分利用数字赋能促进企业开展城际投资合作ꎮ 列(２)汇
报了四大地区的差异ꎬ结果显示数字经济显著提高了东、中部地区的城市网络中心性ꎬ但对

西部地区没有明显作用ꎬ对东北地区的影响甚至显著为负ꎬ这既可能源于地区间的“数字鸿

沟”ꎬ也可能是因为南方地区数字企业与资源集聚加速了东北地区的“资本南下”ꎮ 列(３)的
城市群分异特征表明ꎬ相比非城市群ꎬ数字经济发展对城市群城市网络中心性具有更强的边

际提升效应ꎬ这是因为城市群内城市网络在城市群统一规划建设下具有更加紧密的协作关

系ꎮ 本文进一步选取了京津冀、长江中游、长三角以及成渝等 ４ 个城市群考察数字经济赋能

城市群内城市网络的差异ꎮ 可以发现ꎬ数字经济发展显著提升了长三角城市群与成渝城市

群的城市网络中心性ꎬ但对长江中游城市群的影响却不显著ꎬ对北方的京津冀城市群的影响

甚至显著为负ꎬ其中缘由有待进一步考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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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６ 　 　 数字经济塑造城市网络的异质性特征
(１) (２) (３)

南北分异 地区分异 城市群分异

南方地区
[１ ４６７]

１.３４５∗∗

(０.６７６)
东部地区
[４２６]

０.８２８∗

(０.４５５)
城市群
[１ ６８３]

０.９８８∗∗

(０.４８４)
北方地区
[１ ０９８]

１.０４０
(０.８０３)

中部地区
[７２０]

１.８０３∗∗

(０.７５１)
非城市群
[８８２]

２.１０６
(１.４０４)

西部地区
[７６５]

１.５４９
(１.１４０)

京津冀城市群
[９０]

－２.１６５∗∗

(０.６８４)
东北地区
[３０６]

－０.９６９∗

(０.５６５)
长三角城市群

[２４３]
１.０９４∗

(０.６２３)
长江中游城市群

[２０７]
１.２８１

(１.８００)
成渝城市群

[１４４]
７.２２４∗∗∗

(２.３３８)
　 　 注:地区或城市群下面括号内的数值表示分样本回归的观测值ꎮ

城市群内城市网络在政府统一规划和市场自主选择双轮驱动下可能会形成独具区域特

色的经济合作模式ꎬ从而导致不同城市群内数字经济赋能城市网络呈现分异特征ꎮ 从政府

规划看ꎬ城市群发展是以超越城市个体利益而追求区域共同利益为最终目标的ꎬ这构成了城

市群内地方政府合作的首要前提ꎬ但由于资源禀赋、产业结构以及政府官员关系等存在差

异ꎬ各大城市群内城市之间的府际协同深度也就有所不同ꎬ那么数字经济对城市网络的塑造

也会受到影响ꎮ 从市场选择看ꎬ单中心城市群内中心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将促使大规模产业

集聚与资源要素“虹吸”ꎬ阻碍资源要素在城市群内部城市间的双向自由流动ꎬ从而弱化数字

经济对城市网络的塑造作用ꎮ 鉴于此ꎬ本文选择城市群技术协同度和首位度两项指标分别

表征城市群府际协同水平和空间分布结构ꎬ并将其与数字经济的交互项同时引入模型以考

察两者对数字经济赋能城市网络的调节效应①ꎬ结果如表 ７ 所示ꎮ
表 ７ 列(１)表明数字经济对城市网络中心性的提升作用依然显著ꎮ 城市群府际协同度

与数字经济交互项(ＴＥＣＳＹ×ＤＩＧＥ)的系数显著为正ꎬ这意味着城市群内地方政府之间通力

合作能够明显强化数字经济对城市网络中心性的边际提升作用ꎮ 其原因在于ꎬ地方政府之

间密切协作不仅有助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在城市间互联互通ꎬ从而以数字产业项目合作为

依托促进劳动力和资本等“要素流”在城际自由流动ꎬ丰富城市之间的经济关联ꎻ而且能够最

大限度消除城市之间的行政壁垒与市场分割ꎬ这有助于充分利用互联网平台和现代物流等

数字技术实现资源要素在城市之间的优化配置ꎬ从而提高城市网络中心性ꎮ 城市群首位度

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交互项(ＳＷＤ×ＤＩＧＥ)的系数则显著为负ꎬ表明单中心的城市群空间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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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府际协同参考李琳和刘瑞(２０２０)技术协同水平的计算公式为: ＴＥＣＳＹｉ ＝
　

１
ｎ － １∑ｊ≠ｉ

ＴＥＣｉ

ＦＩＳｉ
－
ＴＥＣｊ

ＦＩＳｊ

æ

è
ç

ö

ø
÷

２

ꎬ

其中 ＴＥＣ 表示城市科学支出ꎬＦＩＳ 表示城市财政支出ꎬ用城市群科技投入协同水平表征府际协同的合理性

在于支持科技发展是城市群统一产业规划的重要内容ꎬ而作为规划执行者的地方政府之间科技投入水平越

接近ꎬ产业政策协同水平就越高ꎬ城市群内政府间的协同程度也越高ꎮ 城市群首位度(ＳＷＤ)借鉴李洪涛和

王丽丽(２０２１)的测算方法ꎬ用城市群内 ＧＤＰ 规模排名第一位的城市与排名第二位的城市之间的比值来衡

量ꎮ 其中城市群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２０３５ 远景目标纲要»中

布局的 １９ 个国家级城市群ꎬ删除数据缺失严重的儋州市、海东市和吐鲁番市ꎬ共 １８７ 个城市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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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形态将抑制数字经济赋能城市网络的边际作用ꎮ 原因可能在于ꎬ单中心城市群内中心城

市供应链呈现“大而全”的特征ꎬ企业生产过程中所需的中间投入和生产完成后的销售市场

都能够在城市内部完成ꎬ这显然不利于中心城市与外围城市之间的商品互换ꎬ从而降低城市

群内的城际经济联系ꎻ而且数字经济发展为单中心城市聚集城市群内的经济、行政等关键资

源提供了便利的线上通道ꎬ进一步削弱了城市群内城市之间的经济往来ꎮ 表 ７ 中列(２)、
(３)分别将城市网络中心性替换成出度中心度和入度中心度ꎬ可以发现城市群府际协同度和

首位度对数字经济加强城市网络中心性的调节效应依然显著ꎮ

　 　 表 ７ 　 　 城市群异质性原因分析
(１) (２) (３)
ｌｎＡＣ ｌｎＡＯＣ ｌｎＡＩＣ

ＤＩＧＥ ０.７４１∗∗

(０.３７４)
１.９１３∗∗∗

(０.６８３)
０.７１８∗∗

(０.３５３)

ＴＥＣＳＹ×ＤＩＧＥ ０.１９６∗∗∗

(０.０４６)
０.３０５∗∗∗

(０.０８４)
０.１５０∗∗∗

(０.０４２)

ＳＷＤ×ＤＩＧＥ －０.１６２∗

(０.０９４)
－０.３３９∗∗

(０.１７２)
－０.１４９∗

(０.０８９)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ＣＯＮＳ ２.３１４∗∗∗

(０.８０５)
－０.１４１
(１.５８８)

１.９５１∗∗

(０.７５７)
年份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城市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观测值 １ ６８３ １ ６８３ １ ６８３
Ｒ２ ０.７７１ ０.４８２ ０.７９８

七、结论与政策启示

新发展阶段我国数字经济突飞猛进ꎬ围绕互联网平台展开的网络化分工协作模式持续

推动城市空间由地理场所向网络功能节点转变ꎬ城市间经济关联得到前所未有的强化并使

城市网络初具规模ꎬ这日益成为促进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加快区域一体化进程的关键路

径ꎮ 本文立足于这一典型事实ꎬ从社会分工视角切入ꎬ基于 ２０１１—２０１９ 年中国 ２８５ 个地级

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ꎬ在测算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分工水平以及城市网络中心性

的基础上ꎬ从理论和实证两个维度分析了数字经济对城市网络中心性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ꎮ
得出主要结论如下:第一ꎬ数字经济发展显著提升了城市网络中心性ꎬ这一结论在通过网络

中心度分解、内生性问题处理、“宽带中国”试点政策冲击以及城市群分异等稳健性检验后依

然成立ꎮ 第二ꎬ内在机制分析表明ꎬ促进社会分工深化是数字经济加强城市网络中心性的重

要作用路径ꎮ 第三ꎬ相比吸引外部投资ꎬ数字经济发展更有助于增强城市对外部城市进行投

资的能力ꎬ强化其对城市网络的辐射带动作用ꎮ 第四ꎬ数字经济加强城市网络关联紧密程度

的影响效应在不同地区和城市群间存在明显的分异特征ꎬ而城市群府际协同水平和空间分

布形态是导致城市群异质性的两大重要因素ꎮ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ꎬ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启示:首先ꎬ既然数字经济发展是加强城市网络

中心性、促进城市之间协调发展的重要驱动力ꎬ各地区就应加快推进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实
现城际网络互联互通ꎬ一方面大力支持城市之间产学研协同创新ꎬ助力数字技术攻坚突破ꎬ
实现我国在信息科技革命赛道上领跑全球ꎬ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云计算和区块链等高新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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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产业化应用ꎬ为数字产业化发展注入强劲活力ꎻ另一方面加速现有产业链的数字化进程ꎬ
借助数字网络空间消除时空距离的优势ꎬ依托网络化协作布局城市分工协作网络ꎮ 其次ꎬ从
技术和组织两个层面充分发挥数字经济发展对专业化分工的促进作用ꎬ不仅要构建基于 ５Ｇ
的产业生态ꎬ加快推动智慧物流、智能交通等重点领域发展ꎬ鼓励平台企业开放电商、社交等

数据ꎬ培育壮大大数据、云计算等新兴产业ꎬ尽可能降低外部交易成本对分工深化的阻碍作

用ꎻ还要促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ꎬ以物联网和工业互联网等平台组织为载体加速

线上线下经济活动精准对接ꎬ为城市网络嵌入平台分工网络提供更加丰富的融合渠道和应

用场景ꎮ 再次ꎬ各城市应利用互联网平台打造本地区在城市供应网络中的比较优势ꎬ塑造城

市网络竞争力以提升主动招商引资的实力ꎬ加强对城市网络的嵌入深度ꎮ 最后ꎬ长三角等地

区的城市群建设经验表明ꎬ政府紧密协作和多中心形态的网络型城市群结构能够强化数字

经济提升城市网络中心性的边际作用ꎬ由此既要以数字政府建设与广泛应用为依托加强地

方政府之间互联互通ꎬ通过深化“互联网＋政务服务”全面提升全流程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

平台的服务效能ꎬ又要避免形成单中心的“雁阵”型城市群ꎬ通过打造多个中心城市塑造各具

优势、紧密合作的网络型城市群空间结构ꎬ构建“多点开花”、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发展新

格局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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Ｙｉ Ｅｎｗｅｎꎬ Ｙａｏ Ｃｈａｎｇｃｈｅｎｇ ａｎｄ Ｙａｎｇ Ｈｕｉｌｉｎｇ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ꎬ 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ｌａｂｏｒꎬ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ｅｘａｍｉｎｅｓ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ｓｈａｐｉｎｇ ｕｒｂａ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ｆｒｏｍ ｂｏｔｈ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ｅｖｅｌｓꎬ ａｎｄ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ｌｙ ｔｅｓｔｓ ｉｔ ｂｙ ｍａｔｃｈｉｎｇ ｔｈｅ ２０１１－２０１９ Ｃｈｉｎａ Ｃｉｔｙ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ｈｅａｄｑｕａｒｔｅｒｓ－ｂｒａｎｃｈｅ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ｄａｔａ ｏｆ ｌｉｓｔｅｄ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ｆｏｕｎ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ｅｎｈａｎｃｅｓ ｕｒｂａ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ｔｙꎬ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ｓｔｉｌｌ ｖａｌｉｄ ａｆｔｅｒ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ｉｎｄｅｘ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ｅｒｒｏｒｓꎬ ｅｎｄｏｇｅｎｅｉｔｙ ｉｓｓｕｅｓꎬ ａｎｄ ｅｘｏｇｅｎｏｕｓ ｐｏｌｉｃｙ
ｓｈｏｃｋｓꎻ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ｔｏ ａｔｔｒａｃｔｉｎｇ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ꎬ 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ｅｎｈａｎｃｅｓ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ｃ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ｉｎｖｅｓｔｉｎｇ ｔｏ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ｃｉｔｉｅｓ ｍｏｒ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ｔｅｓｔ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 ｔｈａｔ
ｄｅｅｐｅｎｉｎｇ ｓｏｃｉａｌ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ｌａｂｏｒ ｉ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ｐａｔｈ ｆｏｒ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ｔｏ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ｕｒｂａ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 ｔｈａｔ ｃｌｏｓｅ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ｂａｓｅｄ ｕｒｂａｎ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ｗｉｔｈ
ｍｕｌｔｉ ｃｅｎｔｅｒ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ｆｏｒｍｓ ｃａｎ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ｔｈｅ ｍａｒｇｉｎ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ｏｎ
ｅｎｈａｎｃｉｎｇ ｕｒｂａ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ｔｙ.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ꎬ ｅｍｐｏｗｅｒｉｎｇ ｕｒｂａ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ｒｅｑｕｉｒｅｓ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ꎬ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ｒｅｑｕｉｒｅｓ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ｂａｓｅｄ ｕｒｂａｎ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Ｕｒｂａ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ｔｙꎬ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ꎬ Ｓｏｃｉａｌ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Ｌａｂｏｒꎬ Ｕｒｂａｎ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ＪＥＬ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Ｃ０１ꎬ Ｒ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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